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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
困境与战略选择：

基于国际共生理论的分析

张立辉１　 黄建平１

（１．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７６００００）

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加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着

严峻的气候挑战。 国际共生理论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主张通过共同努力和

协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

合，为分析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独特且适当的视角。 基于此，本文运用国际共生理论

深入剖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所面临的困境，发现存在利益诉求差异大、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协调机制不完善、资金缺口大和国际合作不足等现象。 国际共生

理论倡导合作、互利和共赢的原则，通过优化共生单元关系、完善共生模式构架和改善共生环

境的措施解决相关问题，这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指明了方向，有利于促进区域

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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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气候研究与数据统计领域，多以地理“沿线”对国家进行划分，这有助于对具有相似气候特征与气象灾害分布的区域开展统一分

析，如《“一带一路”气候报告：２０２３》等官方文件中所示。 本文的研究聚焦于“一带一路”区域的气候危机，着重运用国际共生理论剖析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困境与战略选择，因此使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这一用语，关照地理“沿线”概念的同时，还将部

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参与合作的国家纳入其中，能更全面地呈现参与气候危机应对的国家群体，深刻体现各国在气候危机应

对中协同合作、相互依赖的关系，充分彰显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气候挑战的合作理念与实践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众多国家，这些国家

在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呈现出丰富的多样

性，然而气候变化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①的

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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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据统计，从 １９８０ 年至 ２０２２ 年，“一带一路”
沿线共发生气象灾害 ４ ５３７ 次，年均 １０６ 次，占
全球总数的 ３９．７％，造成死亡人数年均约 １．６ 万

人，占全球的 ４０％以上。①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一
带一路”沿线气候危机更是呈上升趋势，据 ２０２４
年公布的全球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中七件发生在

“一带一路”沿线。 具有代表性的是非洲发生的

暴雨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共导致至少 １ １８０
人死亡，超 ６６０ 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区

域乃至全球造成极大的影响。② 在应对气候危

机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各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任何国家和区域都无法单独应对。 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强调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
在应对气候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方面的解释力和

指导力明显不足。 国际共生理论基于互利共赢

的共生理念，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范式的新路

径，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

系，以达到互惠共生和合作共赢的目的。
国际共生理论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提供

了宝贵的思路和理论指导。 在应对气候危机的

过程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

共生单元，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技术合作和政策

协调等方式形成共生模式，而且面临相似的外

部环境，这为理解和解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在应对气候危机中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和思路，有助于探析共建国家在这

一全球性问题上的相互关系、面临的困境及潜

在的合作路径。 因此，本研究旨在借助国际共

生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

生环境三个维度深入剖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应对气候危机所面临的困境，并尝试提出相关

建议，以期为共建国家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进程

中提供有益参考。

一、国际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

区域气候行动的适用性

　 　 气候危机是全球性紧迫议题，“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气候多样且发展程度不一。 国际共生

理论聚焦跨国界协同共生，能全方位贯通资源、

经济、社会层面合作，契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的多元国情，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理论助力，
为这一群体提升气候治理能力提供独特视角与

可行路径。

１．１　 共生理论的发展与核心要素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生物学家安东·德巴

里（Ａｎｔｏｎ ｄｅ Ｂａｒｙ）为了描述不同生物之间的相

互联系、共同生活的现象，最早提出 “共生”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这一概念。 随后，德国生物学家保

罗·布克纳（Ｐｒｏｔｏｔａｘｉｓ）和范明特（Ｆａｍｉｎｔｓｉｎ）等
人进一步拓展了共生的定义，将其描述为不同

生物体之间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的关系。③ 早

期的“共生”概念主要应用于生物学领域，限于

生物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共
生的定义被逐渐扩展，包含了更多的相互关系

类型，如寄生和共栖等，而且开始将其扩展到社

会科学领域。 在中国，袁纯清首次将“共生”概

念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并构建了适用

于这一范围的共生理论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共

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是构成共生关系的

三个基本要素。④ 共生单元（Ｕ）是形成共生关

系的基本单位；共生模式（Ｍ）是共生单元间建

立的联系形式；共生环境（Ｅ）是影响共生单元的

所有外部条件。 任何共生形态（Ｓ）都可以用公

式 Ｓ＝ ｆ（Ｕ，Ｍ，Ｅ）来表示。
共生理论是基础概念，强调在一定的共生

环境下，共生单元之间通过共生模式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实现共同发展。⑤ ２０１１ 年，上海国际

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将“共生”概念正式引入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一带一路’气候报告：２０２３”，中国气象局，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ｍ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１ｘｗｚｘ ／ ２０１１ｘｑｘｘｗ ／ ２０１１ｘｑｘｙｗ ／
２０２３０９ ／ ｔ２０２３０９０５＿５７５５９００．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 年度国际十大自然灾害事件发布”，中国灾害防御

协会，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ａｉｈａｉ． ｃｎ ／ ｈｔｍｌ ／ ｘｉｎｗｅｎｚｉｘｕｎ ／
ｈａｎｇｙｅｘｉｎｘｉ ／ ２０２５０１０２ ／ ６７７６４２ｃｂ５ａ６ｅ０ｂ０４ｃ２１４ｄｅ８３．ｈｔｍｌ。

成竹、吕宛清著：《基于共生理论的滇越国际旅游合作研

究》，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８ 页。
袁纯清著：《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经济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４－４７ 页。
孙志强：“国际关系研究之‘共生学派’：理论构建与路径

生成”，中国社会科学网，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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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研究当中。① 此后，苏长和、任晓和

袁胜育等学者相继运用“共生”概念进行学术研

究，国际关系学中的共生理论进入了创生发育

期。② 在国际关系中，“共生学派”理论主要用来

研究大国关系、区域秩序、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

等问题，强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
这一理论反对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提倡通过

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国际共生理论在共生理论

的基本框架上，重点考虑了国家主权、国际关系

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 它认为国家作为

共生单元，在国际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复杂

的共生环境中，通过各种国际合作模式来实现

共同利益，以应对各种全球性复杂问题，特别适

用于“一带一路”气候合作这样的跨国合作场

景中。
１．２　 国际共生理论在应对区域气候危机问题时

的适用性与分析框架

国际共生理论在分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应对气候危机的困境时表现出了高度的适用

性。 第一，理念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追求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这与国际共生理论中倡导的不同主体间追

求互利共赢的理念高度契合。 第二，目标一致。
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挑战，“一带一路”气候合

作旨在通过各国携手，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等，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这与国际共生理论

中追求的人与自然以及不同国家间和谐共生，
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目标一致。 第三，存在

相互依存的现实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

国家众多，各国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但又相互依存，而国际共生理论特别

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适用于解

释和指导“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

现实情况。
国际共生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建立

共生关系来实现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共生

关系意味着国家间可以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通

过资源共享、技术交流和政策协调等方式实现

互利共赢。 这种理论为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处理如气候变化等全球

性问题时尤为重要。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

生环境作为共生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它们之

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系统，为本文的

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 三者之间的逻辑

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者间逻辑关系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的基础和载体，不同

的共生单元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它们

的组合和相互作用方式决定了共生模式的类型

和特点，而共生模式一旦形成，又会规范和引导

共生单元的行为和发展，为共生单元提供发展

的框架和路径。 共生单元依赖共生环境提供的

资源、条件等得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共生单元

也会对共生环境产生改造作用，众多共生单元

的活动和发展能够改变共生环境的状态和特

征。 共生环境是共生模式形成和运行的基础与

背景，它为共生模式的选择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和约束。 反过来，共生模式也会对共生环境产

生反作用，合适有效的共生模式能够优化和改

善共生环境，推动共生环境向更有利于共生系

统发展的方向转变。
从国际共生理论角度出发，可以清晰地看

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应对气候危机中的相

互关系。 具体而言，把这些国家看作共生单元，
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资源互补的情

２５

①

②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

系理论”，《社会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２－１３ 页。
任晓、门洪华等：“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实回应和

未来展望”，《国际观察》，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５９－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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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一些国家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另一些国

家有资金和先进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通过合作

可实现资源和技术的交换，形成互惠共生模式。
在共生环境方面，全球对气候危机问题的重视

及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倡导，构成了有利

于“一带一路”气候合作的外部环境。 而内部共

生环境则包括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文化

交流等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合作的稳定性和

效果。 在气候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的共生关系呈现出资源互补、利
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等特征，为利用国际共生理

论分析这一问题奠定重要的现实基础。
在共生单元，即参与共生关系的主体层面，

主权国家是关键单元，同时还涉及国际组织、跨
国企业等。 不同单元各具特性，发达国家财力

雄厚、科技领先，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市场潜

力大。 单元间资源、能力互补，奠定了共生基

础，同时，其相互依存程度影响合作走向。 在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共生系统

中，共生单元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科
研机构和当地社区等。 这些单元相互作用、相
互依赖，共同推动气候适应和减缓措施的实施。

在共生模式层面，单元间互动形式与利益

分配分为偏利共生和互利共生。 偏利共生是一

方获益、另一方不受损，如技术强国向弱国输出

成熟科技获得经济收益，弱国借此提升生产力；
互利共生则双方受益，像多国合作开发能源项

目，共享资源、共担成本和均分收益，合作更稳

固持久。①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应对气候危

机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形成共生模式的各种

关系。 一是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共建国

家有着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诉求。 二是基于共同生存的风险共担关

系，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广，单个国家难以应

对。 在面对气候危机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需要协同建立预警机制、分享防灾减灾经验，共
担气候风险，减少损失。

在共生环境层面，共生环境是影响共生系

统运作的重要外部条件，即共生单元所处外部

条件的总和，②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优越地理位

置等促进共生的硬环境，还包括国际政治格局、
人才培养、公众意识和文化冲突等软环境。 从

硬环境角度看，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面临

着相似的气候挑战，如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
从软环境角度看，面临着地缘冲突、宗教差异等

方面的问题。 这就要求各国通过合作打造一个

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一带一路”生态共同

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实
现互利共赢与和谐发展。

二、国际共生理论框架下“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困境

　 　 国际共生理论框架下，在共生单元层面，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不同，利益

诉求存在差异；在共生模式层面，平等、互利、可
持续的合作模式需要考虑各国主权、发展战略

等诸多因素，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不

同，构建有效的应对气候危机共生模式难度较

大；在共生环境层面，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

定性增加了应对气候危机的难度。

２．１　 共生单元层面的困境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程度、资源条

件、科学技术和气候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这些

差异导致各国在应对气候危机中的利益诉求和

行动能力各不相同，外加地缘政治矛盾、历史纠

葛或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构成了共生单元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１）发展水平不同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像新加坡等经济

较为发达的国家，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应对气

候危机的相关领域，包括建设气候监测系统、研

３５

①

②

Ｙａｎｇ Ｋｕｎ ａｎｄ Ｒｕｉ Ｙａｎｇ，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１１， 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４６３ －
１４６４．

潘建屯、范乃嘉：“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

共同体构建”，《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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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绿色技术和开展气候适应性项目等；①而中

亚、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技术短缺、
资金匮乏，以及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发展水

平的差异导致各国在气候行动的目标设定、行
动能力与速度上难以协调一致。 发达国家更倾

向于设定严格的减排时间表与高标准的技术要

求，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保障经济发展与民

生改善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气候适应与减缓措

施，导致在合作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与分歧。
此外，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制定能力看，

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如卡塔尔、沙特等主要以传

统能源为主，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需
要改造升级大量能源设施。 而部分非洲“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难以保障，
在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供应体系上挑战巨

大。② 同时，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在规划建设基

础设施时就充分考虑了气候变化因素，防洪堤

坝等建设标准高，而一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及沿

线岛国，交通设施易受海平面上升和暴雨洪涝

影响，却缺乏资金和技术去改造升级。③ 在制定

应对气候政策时，中国、欧盟国家等制定了全面

且具有前瞻性的气候政策，包括设定严格的碳

减排目标、出台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等，而其他

部分国家气候政策相对简单，缺乏系统性和长

期规划，使各方气候政策对接难度大。
（２）利益诉求分歧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于自身的经济结

构、资源禀赋与地缘政治地位，在应对气候危机

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具体而言，亚洲地区许

多国家处在向工业国过渡的进程中，能源需求

较大。 因此，它们的主要诉求是在保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实现能源转型，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同时也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提升自身应对气

候危机的韧性。 欧洲地区由于在可再生能源利

用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处于全球前列，因此它

们的诉求主要是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范围，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低碳运输方式的

发展，以及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绿色联盟”协
议及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式维护所谓的

“公平环境”。④ 非洲地区许多国家面临干旱、洪
水和海平面上升等多种气象威胁，是全球气候

脆弱性较高的地区之一，其主要诉求是提高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加强防灾减灾措施，并在基

础设施建设中融入低碳理念，通过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合作，特别是通过“南南合作”机制获

得应对气候危机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这种诉求

差异使各方在气候合作项目的规划、资金投入

和技术应用等方面难以协调。
同时，部分共建国家对石油、天然气等传统

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平

衡传统能源产业利益与新兴清洁能源发展的关

系，担心过快的能源转型会冲击国内经济与就

业，导致其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态度相对保守。
例如，伊朗作为全球重要的能源输出国，其经济

对石油出口依赖程度高，因而在应对气候危机

问题上面临着既要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就业和

社会稳定，又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矛盾。 同

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快速实

现能源转型，因此在一些国际气候合作倡议中

的行动相对迟缓。⑤ 而一些易受气候变化影响

的岛国或沿海国家，如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等，
则迫切希望国际社会加大减排力度，并提供更

多的气候适应资金与技术援助。 利益诉求的差

异使得各国在气候合作谈判、资源分配与责任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ｓｅ．ｇｏｖ．ｓ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ｏｍ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２１－１０－２８－ｃｌｉｍ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
ｃ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

“Ｗｈｙ Ｄｏ Ｓｏ Ｍａｎ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ＢＢＣ， Ｍａｙ ６，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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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ｅａｓ －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２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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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ＢＡ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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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等方面较难达成完全一致，不利于气候合

作的深入推进。
（３）政治意愿与信任障碍

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政

治意愿不足，根源在于多重结构性矛盾。 从国

内治理水平来看，一些国家的治理指数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政策连贯性差，如缅甸、巴基斯坦

等国的气候项目经常因政局动荡等因素被迫搁

置，落后的治理水平与复杂的局势使其没有足

够的意愿去应对气候问题。 从国际视角来看，
据统计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沿线绿色投资需求超 ５ 万

亿美元，而发达国家不仅对自己气候承诺无法

兑现，而且不愿出口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降低

了共建国家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与对发达国家

的信任。① 此外，沿线的能源出口国在碳定价体

系中被动博弈，部分国家因担忧经济主权让渡，
对国际合作持观望态度，导致出现从意愿到行

动转化难的问题。
同时，相关国家间的历史冲突和矛盾使彼

此关系复杂敏感，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 从中

东到中亚再到南亚，民族和宗教矛盾长期存在，
这些矛盾常常演变为暴力冲突，使得区域内相

关国家难以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在气候合作

中更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情感，忽视共同利益

和国际责任，不利于合作的推进。

２．２　 共生模式层面的困境

当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气候合作模

式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 现有的合作模式包

括双边合作、多边合作，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和倡

议开展的合作等，偏利共生模式与互利共生模

式交织共存。 然而，这些模式在合作机制的系

统性、协调性、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和利益分配的

合理性方面存在不足。
（１）合作机制碎片化

机制碎片化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由于多方参与、利益多样化和缺乏统一协调所

导致的努力分散和效率低下现象。 “一带一路”
倡议涵盖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如“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国际联盟、各类双边气候合作协定等，旨

在推动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 然

而，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这些机制之间缺乏有

效的整合与协调，导致信息流通不畅，资源重复

配置，合作效率低下。 主要表现为第一，合作框

架多元。 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和众多双边、多边气候治理体系并存，如中国

与东盟在新能源技术研发推广上的合作，以及

欧盟内部的减排合作机制等，不同框架下的目

标、规则和实施方式存在差异，协调难度大。
第二，阵营分化明显。 气候立场不同的国家形

成不同联盟，如“全球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在

减排责任分担、资金支持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全球南方”国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而发达国家则试图弱化自身责任，导致气

候谈判议价成本增加。 第三，资金投入分散。
应对气候危机需大量资金，但各国资金投入规

模、渠道和重点领域不同。 一些国家侧重可再

生能源开发，一些国家则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

气候适应性，而且从全球的投资来看，对防止

气候减缓的投资占比高，对加强气候适应的占

比低，②缺乏统筹规划，难以形成合力。 第四，
贸易保护主义与技术壁垒影响各种机制的有

效运转。 例如欧盟试图通过“绿色新政”缓解

其绿色转型压力，但这也导致新的绿色贸易壁

垒，如碳边境调节机制将给能源密集型出口国

家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一些共建国家担心欧

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会对其出口产品征收额

外的碳税，从而在气候合作问题上表现出消极

态度。③

（２）责任与利益分配模糊

“一带一路”倡议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的合

作机制尚在发展中，各国在气候合作中的角色、
责任和义务缺乏足够细化的规定，使得具体行

５５

①

②

③

“着力绘就‘一带一路’绿色答卷”，《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第 Ａ０６ 版。

王旬、庞心睿：“全球气候投融资进展情况及相关建议”，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ｉｉｇｆ．ｃｕｆｅ．ｅｄｕ．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１２ ／ ８６６５．ｈｔｍ。

张建平、张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际

合作经验借鉴及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第
１４１２－１４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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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责任划分模糊。 一方面，共建国各国的经

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

差异大，很难制定统一的减排目标。 例如，中亚

地区的哈萨克斯坦等能源型国家，减排可能影

响其经济支柱产业；而以旅游业为主的马尔代

夫、斯里兰卡等国家的重点在于应对海平面上

升，减排目标难以和前者统一，具体的责任份额

难以确定。 同时，一些欧洲国家在过去的工业

革命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积累了较高的历史

排放总量，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依旧主要依

赖农业，历史排放低，但当下正处于基础设施建

设快速发展阶段，排放量有所增加，这种排放历

史和现状的差异，使得责任界定难以简单量化。
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过程中，“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于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没有

明确的界定。 例如对于哪些国家应该在适应气

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没有清晰的量化规

定。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绿色项

目中，利益的分配往往不够明确。 在新能源项

目的投资和建设中，如何确保各方都能获得合

理的经济回报，如何平衡技术输出国和接受国

之间的利益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在“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缺乏对碳排放

的监测—报告—核查（ＭＲＶ）体系，已经实施和

准备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ＥＴＳ）的国家仍是少

部分。①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责任和利益分

配不明确，导致各国在建立和参与碳排放交易

体系时存在顾虑，在实际的合作中可能会有所

保留，担心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或者无法获得

应有的利益，从而使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

制，难以形成有效应对气候危机的合力。

２．３　 共生环境层面的困境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面临的共生环境具有

高度的复杂性。 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呈

现多层次、多主体的格局，共建国的气候合作需

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规则下

进行，同时还要协调与其他区域以及双边气候

合作机制的关系。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的不确定性，如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

等，也给“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气候合作带来

了外部干扰和压力，影响了共生环境的稳定性

和友好性。
（１）国际合作环境：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

制约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和不完善性给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气候合作带来了挑战。
从机制的角度看，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主

要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运

行，这些机制在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例如，一些东

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升级与减排的双

重压力，而中亚国家的能源型经济需要逐步转

型，现有的通用机制无法满足这些国家特殊的

转型需求。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声音相对较弱，难以对

国际气候规则的制定产生决定性影响。 从排放

标准层面看，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气候治理标

准往往较为严格，对于共建国而言，这些标准可

能过高。 如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正处于发

展阶段，严格的碳排放限制可能使其面临生产

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从而阻碍其应

对气候危机的积极性。 从市场层面看，全球碳

交易市场等气候相关市场存在分割现象。 “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难以有效参与国际碳市场交

易，导致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获取足够的资金

和技术支持来应对气候危机。 从资金运行机

制看，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难以获得足够

资金支持。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际气候资金

大部分流向少数较发达或有地缘政治优势的

国家和地区。 例如，东欧部分国家因与国际金

融机构关系密切，获得资金相对容易。 而南

亚、中亚的一些国家则处于资金分配的边缘。
另一方面，烦琐的申请程序也让很多国家望而

却步。 这些国家往往缺乏专业的申请团队和

经验，要应对大量文书工作、复杂的审核标准

６５

① 朱开伟、谭显春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低碳转型路径

研究与气候合作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第
１４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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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漫长的等待周期，削弱了这些国家应对气候

危机的动力。
国际气候机制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存在缺

陷，影响了“一带一路”气候合作的推进。 一

些国际气候机制缺乏明确的执行计划，导致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难以将相关承诺转化为

具体行动。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其虽然有应

对气候危机的诉求，但由于缺乏详细的执行

指南，在推动森林保护和减少毁林排放方面

进展缓慢。 监督机制的漏洞使得部分“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在履行气候承诺时存在打折

扣的情况。 由于监督技术手段有限、监督人

员不足等原因，难以精确掌握各国的实际行

动情况。 例如，一些中东国家可能因自身经

济发展需求，在能源项目开发中无法严格按

照气候承诺执行，而监督机制却无法及时有

效发现和纠正，这就造成了履行气候承诺时

的不灵活性和不确定性。
（２）国际政治环境：外部干扰因素多

第一，地缘政治因素。 一方面，部分共建国

间存在领土争端、资源分配不均等地缘政治矛

盾，使得各国在应对气候危机时，难以就资源调

配、责任分担等达成共识。 同时，一些共建国出

于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担忧，对涉及海洋

生态保护、海上风电等气候合作项目持谨慎态

度，从而阻碍了在相关海域开展大规模海洋气

候保护行动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合作。① 比如东

盟国家推广的“绿色丝路”项目，旨在通过种植

树木和恢复生态系统来应对气候危机，但由于

参与国对中国的目的持怀疑态度，导致项目在

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多障碍。 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菲律

宾交通运输部甚至宣布终止“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② 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

利用气候议题作为施压手段打击了“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积极性。 特朗普上任

后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停止了多项对国际

气候项目的资金支持，且放松了环境管控政策，
严重削弱了国际社会对气候领域的投资，降低

了共建国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加剧了“全球南

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恶化了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危机的脆弱环境，挫伤了共建

国的积极性。
第二，经济利益集团的阻挠。 传统能源利

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会阻碍“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的清洁能源转型。 一些国际石油巨头可

能游说相关国家政府，减缓其在可再生能源方

面的投入与合作进程，使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

危机时面临阻力。 例如，２０２４ 年 ３ 月沙特阿拉

伯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表示

能源转型正在失败，呼吁政策制定者放弃逐步

淘汰石油和天然气的“幻想”，认为全球未来几

年对化石燃料的需求预计将继续增长，强调在

中短期内，替代能源无法取代碳氢化合物，以此

游说政府维持对传统能源的投资。③

第三，国际舆论干扰与文化冲突。 一些不

怀好意的西方媒体和学者恶意抹黑“一带一路”
气候合作项目，编造所谓“中国在共建国家的新

能源项目造成环境破坏”等信息，引发当地民众

误解，影响合作项目的推进和气候危机应对工

作。 同时，社会文化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同国家在文化、宗教和社会观念上存在差异，
可能影响民众对气候危机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的

接受程度。 如肯尼亚马赛部落将风力发电机视

为“冒犯风神的钢铁怪物”，其文化中“祖先灵魂

栖息于自然”的信仰导致其对大型清洁能源设

施的抵触，中国企业参与的图尔卡纳湖风电项

目曾一度因部落抗议暂停。

三、国际共生理论视角下“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战略选择

　 　 国际共生理论框架下，主要从优化共生单

７５

①

②

③

李涛、林汉东：“全球发展倡议视阈下的中国－东盟气候

适应治理合作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８２ 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ｏ Ｅｘｉｔ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１０４９５１８６２．ｃｍｓ？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ｕｔｍ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ｘｔ＆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ｃｐｐｓｔ．

Ｄｅｖｉｋ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Ｋｕｍａｒ， “ Ａｒａｍｃｏ ＣＥＯ Ｎａｓｓｅｒ Ｓａｙ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ｉｓｉｂｌｙ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２４，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ｌａｗ． ｃｏｍ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ａｒａｍｃｏ －
ｃｅｏ－ｎａｓｓｅｒ－ｓａｙｓ－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ｖｉｓｉｂｌｙ－ｆａｉ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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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关系、完善共生模式构架和改善共生环境入

手，通过加强合作机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共

享、强化绿色金融等措施，有效提升“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实现绿色低碳

转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３．１　 优化共生单元关系

（１）明确主体定位，构建共生网络

解决发展阶段差异、利益分歧及参与意愿

等问题，必须首先优化“共生单元关系”，构建公

平合理的共生系统，推动各单元从“独立分散”
走向“协同共生”。 首先，政府间应分层协作，与
政策共生。 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等平台，建立“气候目

标—国家战略”对接机制，将减排与适应目标嵌

入区域发展规划，形成政策协同共生。 针对特

殊情况如小岛屿国家的海平面、中亚国家的干

旱等问题，制定“气候脆弱性—发展需求”清单，
避免“一刀切”合作，实现差异化政策供给。 同

时，由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气

候融资机制”设计，明确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义

务和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执行责任，通过“共同但

有区别”原则平衡各方利益，打造权责明确的合

作关系网。
其次，企业间应做到产业链共生与绿色标

准互认。 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和储能等领域，推
动中企与共建国企业形成“技术研发—产能落

地—市场共享”共生体。 例如，中国企业在泰国

建设电池工厂时，同步扶持当地零部件供应商，
实现企业减排目标与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共生共

赢。 还可制定《“一带一路” 绿色企业评价指

南》，要求跨国企业披露项目碳足迹、社区影响、
劳工标准等指标，通过 “环境—社会—治理”
（ＥＳＧ）标准形成企业间的共生约束，构建经济

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最后，社会组织与社区应激活基层共生细

胞。 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气候变化民间

行动网络等机构在共建国开展“气候适应社区”
试点，通过相关权威组织动员社区参与相关项

目，将气候行动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民生改善，

例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社区参与台风预警系统

运维，降低灾害损失。 同时通过“一带一路青年

气候论坛”“多语种气候教育进课堂”等项目，培
育跨国界气候公民意识，形成“政府政策引导—
企业行动落实—公众监督反馈”的共生闭环，增
强社会对气候合作的认同感，为气候合作奠定

民意基础。
（２）促进能力共建与资源共享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

和生态退化问题，就目前的实现情况而言，需要

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缓解利益分歧，提升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首先，推动理念共融。
各国需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将气候合

作视作核心任务，借助文化交流活动、国际气候

峰会，普及共生理念，消除发展差异带来的理念

分歧，凝聚行动共识。 其次，加大应对气候危机

的经济投入。 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分析表

明，要实现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ｓ）中的低碳发展

目标所需资金保守估计为 １９．２ 万亿美元，且不

同国家和领域之间的资金需求差异巨大。① 为

了填补这一资金缺口，中国通过“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等多种

渠道提供资金支持，极大提升了共建国应对气候

危机的能力，但要想达到预期目标，必须调动全

球更多的资金资源。 这就要求整合丝路基金、亚
投行及各国绿色发展资金，②设立“一带一路”气
候危机应对基金，精准扶持清洁能源、生态农业

项目。 还可以发展气候金融，发行绿色债券、碳
金融衍生品，吸引全球资本。 再次，推动应对气

候危机的技术共享。 组织跨国技术研发团队，攻
克海水淡化节能、荒漠化治理难题，并定期开展

技术交流展会，加速成果转化。 打造线上“气候

技术资源库”，涵盖新能源、碳捕获等前沿技术，
各国依据自身需求免费或低成本获取。 最后，优
化对共建国各种不同资源的利用。 规划“‘一带

８５

①

②

朱开伟、谭显春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低碳转型路径

研究与气候合作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第
１４０２ 页。

于宏源：“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

路径选择”，《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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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绿色产业链”，依据各国资源建立产业链对

接平台，促成上下游企业跨国合作，畅通绿色产

品、设备进出口渠道，协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３．２　 完善共生模式架构

（１）整合与创新合作机制

在应对气候危机背景下，“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需要整合既有资源、技术

和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与气候治理的双重目标。 现有“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合作机制主要包含三

大类，即绿色发展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绿色基

础设施与能源合作机制以及绿色金融与投资合

作机制。 但针对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合作机

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优化与创新。 第

一，建立综合协调机制。 成立“一带一路”气候

危机应对协调中心，负责统筹各国应对气候危

机的合作事务。 这个机构可以整合各国资源，
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各国的优势和需求

进行合理分配。 第二，创新资金合作模式。 一

方面，构建气候基金体系，设立多层次的“一带

一路”气候基金，包括政府间基金、公私合营基

金等。 另一方面，拓展融资渠道，除了传统的银

行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融资外，鼓励共建国家

的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为应对气候危机的

项目筹集资金；开发气候保险产品，降低气候灾

害给企业和项目带来的风险。 同时，建立资金

援助互保机制，降低受援国偿债压力。 第三，
整合数据与信息共享机制。 通过建立气候数

据中心，整合各国的气象、环境和能源等数据，
构建“一带一路”气候大数据中心，为各国的气

候决策、项目规划和灾害预警提供支持。 同

时，加强信息传播与经验分享，创建“一带一

路”气候危机应对信息平台，定期发布各国应

对气候危机的政策措施、先进技术，成功案例

和最新研究成果。 通过案例分享会、在线论坛

等形式，促进各国之间的经验交流。 第四，完
善监测与评估机制。 建立一套全面、科学的

“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危机合作项目监测指标

体系，包括温室气体减排量、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和气候适应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 通过

定期收集和分析数据，对合作项目的进展和效

果进行动态监测。 同时定期对各国之间的气

候危机合作机制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合作

机制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 根据评

估结果，及时调整和完善合作机制，确保合作

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２）明确责任与利益分配规则

合理明晰的责任、利益规则，有利于凝聚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力，携手突围气候困局。
在责任规则的制定上，必须重点关注以下几个

问题。 首先，碳排放责任分层。 发达国家基于

历史高排放，承担大额资金援助、技术无偿或低

成本转让义务，助力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发展

中国家依据自身发展程度规划减排路线，新兴

经济体加快产业绿色升级，低收入国家优先提

升气候适应能力。 其次，地理区位专项负责。
沿海国家主导海洋生态保护、海岸带修复，监测

海平面变化；内陆干旱地区聚焦荒漠化治理、节
水农业推广；山地国家负责山体生态稳定、泥石

流防治，契合区域气候挑战特性。 最后，产业分

工对应职责。 传统能源出口国加速减产与转型

计划，投入资金扶持可再生能源；制造业大国推

动工业减排，升级绿色工艺；农业大国发展生态

种植、减少农业温室气体，依产业优势尽责。
在利益分配问题上，必须坚持公平普惠原

则。 弱小经济体、岛国及最不发达国家优先享

受援助资金、技术帮扶，确保生存根基稳固；所
有国家平等获取基础气候数据、公共技术成果，
缩小发展差距。 建立投入产出关联和产业协同

分成机制。 按国家投入资金、技术人力占项目

总成本比例分配收益；企业层面，依研发投入、
设备供给和工程实施贡献分配项目盈利、税收

优惠，激发参与热情。 构建绿色产业链利益分

配链，原材料供应、加工、销售各环节依附加值、
成本占比合理分利；产业集群内共享市场拓展、
品牌打造成果。 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与红利回

馈。 因气候项目限制发展、牺牲本地资源利用

的区域，获长期足额生态补偿；项目盈利定期抽

取一定比例注入气候合作基金，滚动用于后续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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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循环回馈各国。

３．３　 改善共生环境条件

（１）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加强团结与协作，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 首先，
通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出共同的政策主张

和倡议，增强共建国家在国际气候规则制定中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为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的实际情况与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相结合，为共

建国家提供更多的国际合作机遇。 截至目前，
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承诺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加强气候韧

性。 但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存在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不同、统一尺度的不适当

性和不公平性及发达国家承诺落实不力等问

题，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削弱。 因此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联合提出关于气候技

术转让、适应资金筹集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推动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有效的方向

发展，为气候合作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次，让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为全球气候治

理体系注入新活力。 中国不仅通过绿色债券、
低碳基金等创新金融工具，为共建国家提供资

金保障。 例如，２０２３ 年中国银行发行了全球首

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债券，规模合计价值 ７．７
亿美元。① 据统计，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

员项目资金超过 １ ７７０ 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共

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②同时助力能源项目投资

和绿色项目实施。 据国家能源局 ２０２４ 年公布

的数据，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能源投

资项目占总投资比重的 ４０％，③其中，对“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清洁能源的投资已经超过传统化

石能源，有效推进了共建国家的能源转型。 同

时，中国与共建国家联合建立绿色发展投融资

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更多绿色低碳项目在共建

国家落地。④ 还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倡议，成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

际联盟等，广泛搭建绿色交流合作平台，不断凝

聚国际共识，成为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重

要力量。
最后，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计划。 传统的气候治理结构主要依赖发达国家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单一的模式逐

渐暴露出诸多不足，特别是在资金到位率、技术

转移的有效性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契合度

方面。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表示，实施“一
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⑤ 南南合

作作为一种补充机制，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优

势和潜力。 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气候治理的缺

陷，还可以促进技术、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应对能力。 南南合作通过定

期召开高级别论坛和会议，加强了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有助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

形成统一的声音和立场。 ２０２３ 年举行的南南合

作高级别会议上，各国就如何在《巴黎协定》框
架下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展开了

深入讨论，并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⑥ 这种集体

行动不仅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议

价能力，还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质性进展。
例如，南非通过实施碳税和绿色债券等政策措

施，在国内成功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吸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银行全球首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债券上市”，中
国一带一路网，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ｐ ／ ０ＤＤＲＰ５ＰＬ．ｈｔｍｌ。

“丁薛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世界领导人气候行

动峰会上的发言”，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４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８６８００．ｈｔｍ。

“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项目投资占比超

４０％”，中国新闻网，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ｃｎ ／ ｃｊ ／ ２０２４ ／ ０６－０１ ／ １０２２７０６９．ｓｈｔｍｌ。

“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在京启动”，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态环境部，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ｇｊｊｌｈｚ ／ ｌｓｙｄｙｌ ／ ２０２３１０ ／ ｔ２０２３１０２９＿１０４４２４４．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

上的主旨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ｈｔ⁃
ｔｐｓ： ／ ／ ｍ．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ｌ ／ ２０１９０４ ／ ２０１９０４０２８５７８３７．
ｓｈｔｍｌ。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ｓ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ｎｅ ２，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ｏｒｇ ／ ｏｕｒ－ ｗｏｒｋ ／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ｄ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１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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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大量国际投资。① 这种创新模式展示了发

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激
励其他国家效仿和学习，从而推动全球气候治

理向更加多元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２）应对外部干扰与风险

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和优化共生环境，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克服这些外部干扰。 在政治

层面，要加强国际组织合作，“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应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活

动，借助其规则和资源，抵御外部不合理的政治

干预。 同时建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定期政治

对话机制，就气候危机应对中外部干扰问题共

同商讨应对策略，形成政治合力。 经济层面，构
建“一带一路”区域绿色金融体系，鼓励共建国

家金融机构互相合作，减少外部资金限制干扰。
加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绿色

交通等产业领域的合作。 形成完整产业链，降
低外部经济干扰影响。 技术层面，“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联合开展应对气候危机技术研发，如
联合建立科研中心，提升技术水平，减少外部技

术封锁干扰。 还要共同制定气候友好型技术标

准，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和应用，防止外部技术标

准干扰。 舆论问题也是阻碍“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不仅要构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气候合作宣传平台，宣传

合作成果和贡献，改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开展

民间环保组织、志愿者等交流活动，增进民间理

解和支持。 综合而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需

要通过优化共生单元关系、完善共生模式架构

和改善共生环境条件等一系列战略选择，促进

各国间的气候合作，形成更加紧密、有效的共生

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四、结　 语

随着国际地缘局势的变化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部分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上升，各国

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传统安全领域，对气候

合作的关注度急速降低。 西方国家更是以产品

集约化生产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为名，实施贸

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人为制造了应对

气候危机的国际合作隔阂，破坏了公平的国际

气候合作环境，扭曲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抑
制了各国在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贸易

往来与合作积极性。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发起国，不断推动政策规划和项目合作提升

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际共生理论

视野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

征程任重而道远，各国唯有坚定地秉持共生理

念，跨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差异，在政策协同、
技术交流、资金互助、理念共享等方面深度合

作，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与严峻的气候挑战

中蹚出一条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光明之路。
责任编辑　 马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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